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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家核心价值是由仁、义、智构成的价值三角，礼、信、廉、耻、忠、孝、勇等其他价值都是在核心价值

之外的次级价值。儒家核心价值的普世性不仅在于其与西方普世价值中的公共性及科学理性的殊途同归，更在于

它是人类进化的必然归宿，且经过了古今中外的实践验证。儒家的核心价值在治理领域的逻辑延展就形成了治理

儒学，即以防范和解决社会问题为研究进路的儒学。其基本要点有五：第一，以防范及解决社会问题(或称社会事

务、公共事务、公共问题)为最终归依的儒学目的论；第二，以仁、义、智为核心价值的儒家社会建构与制度安排

论；第三，以格致诚正(内圣)、修齐治平(外王)为个人参与社会治理的儒家治理技术路线论；第四，在治国理政领

域重义甚于重仁的义政论(区别于传统的仁政论)；第五，强调儒家的治理思想与当代公共管理学理论的相互滋养

与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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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血脉里

的文化基因，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认知和行为，也

形塑着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治理思维和治理活动。儒家

核心价值是否具有普世性？儒学如何才能实现现代

化？这两个问题关系到中国传统文化能否融入现代治

理体系，从而使传统文化的精粹穿越时空、历久弥新。 

 

一、儒家核心价值：仁、义、智 

 

(一) 衡量儒家核心价值的两条标准 

儒家核心价值，实际上也就是儒家的一以贯之之

道。这其中包含两个标准：一是时间标准，即核心价

值能够贯穿儒家的各个时期，从古到今，恒久不易；

据此，只适用于某一时段的价值不是核心价值。二是

层次标准，核心价值一定是“道”的层面的提炼，而

不是“术”的层面的归纳；道的层面的价值，统帅着

其他价值，据此，同时符合这两条标准的儒家核心价

值的提炼，唯有仁、义、智。 

(二) “仁”是儒家的核心价值 

儒学由孔子所创立，儒家的核心价值在孔子的言

行中有所反映。就孔子的推崇程度而言，“仁”是儒家

的核心价值之一。 

1. 孔子的高频使用 

在反映孔子思想和记载孔子言行的主要著作《论

语》中，有 109 处提及“仁”字。可以说，论语 20

篇，平均每篇有 5 次以上提及“仁”字。在涉及儒家

价值的词语中，只有礼字能与仁字的使用频率相仿。

同样，在《孔子家语》中，“仁”也是高频词。 

2.“仁”为五常之首 

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主要价值，被尊奉为五常的仁、

义、礼、智、信无疑是最经典的概括。《三字经》云：

“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仁为“五常”

之首，足见其核心地位。 

3. “仁”为儒家价值丛的核心 

关于儒家价值丛，主要有六组：仁、义、礼、智、

信等“五常”是一组；恭、宽、信、敏、惠是一组；

温、良、恭、俭、让是另一组；智、仁、勇(三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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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义、廉、耻(四端)；忠、孝(二德)属于另外三组。

剔除其中的重复，总计 18 种价值，即：仁、义、礼、

智、信、恭、宽、敏、惠、温、良、俭、让、勇、廉、

耻、忠、孝。其中，“五常”是这些价值的核心，因为

与“五常”相比，其他四组价值要么概括不全，要么

具有明显的形式性或工具性，这也正是“五常”之所

以为“五常”的原因。而在“五常”之中，仁又为“五

常”之首。所以“仁”是核心的核心，是整个儒家思

想价值丛的核心。 

4. “儒学即是仁学”[1] 

“儒家的全部学说的根子，就扎在这使人成为人

的亲亲而人——仁里”[2]，足见“仁”在儒家价值词

汇中的核心地位。 

(三) “义”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 

1. “义”是孟子最看重的价值 

尽管孔子有时也会提到“义”，但真正确立“义”

核心价值地位的却是孟子。虽然孟子不是儒家学派的

创始人，而且与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的孔子还相隔数

辈，但孔孟都是古典儒学的代表性人物。孔子被尊为

“圣人”，孟子被尊为“亚圣”，儒家学说被称作“孔

孟之道”，都使在《孟子》中的高频出现的“义”有资

格与“仁”一道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 

对于孟子在儒家道统传承中的特殊地位，朱熹在

《孟子序说》中引述了另一位大儒程子对孟子的评价：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

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

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3](3)

朱熹在上文中还引述韩愈对孟子的评价：“自孔子没，

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

始。”[3](2) 

2. 仁、义相通，互为表里 

孟子之所以极为看重义，是因为仁、义相通。所

以孟子常常把仁和义连用，称仁义。仁义之所以常常

连用，是因为仁与义之间密不可分的逻辑关系。 

对于仁与义的逻辑关系，孟子这样说：“居恶在？

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  

矣。”[4](241)换句话说：仁是内心的坚守，义是行动的

准则。再引申说，仁是义的方向，义是达仁的途径；

无仁无以称义，无义无以达仁。正因如此，仁与义相

互支撑，共同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 

(四) “智”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 

在孔孟等儒家先贤看来，“智”是指人的认识能力

和科学理性精神(聪明)的体现。孔子说“智者不惑”“好

学近乎智”，孟子说“是非之心，智之端也”，都是从

人的认识能力上来理解智。这种对智的理解也符合当

时人们对智的通常理解——今人所说的智商，即取  

此义。 

智之所以是仁义之外的另一种儒家核心价值，主

要是基于以下几点。 

1. 智被儒家先贤提到了“三达德”“四端”“五常”

的高度 

孔子和孟子都非常重视智。在《论语》中，孔子

多次提到智(知)，并提出：“知(同智)者不惑，仁者不

忧，勇者不惧。”[5](134)孔子甚至将智、仁、勇并称为

“三达德”：“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好学近

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

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

则能成天下国家者矣。”[6] 

孟子将智与仁义礼提到了人之“四端”的高度，

认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

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

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    

体也。”[4](75) 

孔孟等儒家先贤把“智”提到了“三达德”“四端”

“五常”的高度，足见“智”在儒家思想价值丛中的

地位。 

2. “智”作为一种独立的价值追求，与仁义有不

同的指向 

如前所述，“智”主要是指人的认识能力，是人的

科学理性精神的体现。《论语》记载：“樊迟问仁。子

曰：‘爱人’。问知(同智)。子曰：‘知人’。”[5](184)也就

是说，仁者爱人，智者知人。仁与智各有所指，而且

其功能也不同。对此，孔子还说过：“知(同智)及之，

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5](237) 

实际上，孔子说“智者不惑”、孟子说“是非之心，

智之端也”，都是从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上来理解

“智”。从这种角度来看，“智”是不同于仁义的一种

单独的价值追求，从直观表象上看，智者未必仁义，

仁义者未必智。可以说，“智”与仁义各有所指。 

3. “智”是仁义之源，仁义具有内在的协调性，

共同构成儒家价值丛的核心三角 

实际上，孔子首创的儒家学说，完全是“格物致

知”所反映出来的科学理性精神的体现，是“祖述尧

舜、宪章文武”[7](129)的经验性的理论总结。在孔子看

来，行仁或施仁政，是最明智的为人处世之道和治国

理政之道，所以他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

“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

知者利仁。”[5](42)而孟子则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孔子

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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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4](76)

孟子还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

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4](143)显然，孔孟二圣

的这种“悖仁义则不智”的观点，实际上也意味着“行

仁义为智”或“智必行仁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智”在儒家价值丛中的地位

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还人为地被轻贱。这

从汉儒张禹、郑玄将《齐论》(齐论语)中的《知道》(知

通智)篇剔除于《论语》定本的事实中可见一斑[8]。谈

起儒家的核心价值，人们总是想起仁义，甚至认为儒

学就是仁学或仁义之学。在笔者看来，儒学固然是仁

义之学，但儒学更是智学，是社会领域的科学理性之

学——儒家的仁义来源于智、仁义本身就是人在处理

人际关系及社会治理问题方面智的选择。总括说，仁

是智之果，义是仁之智，仁义源于智。 

(五) 仁、义、智之外的其他儒家思想的价值不能

称为核心价值 

在孔孟的“三达德”和“四端”“五常”中，除了

仁、义、智之外，礼、信、勇都不能称作儒家思想的

核心价值，分述如下： 

1. “礼”不能作为儒家的核心价值 

尽管孔子对“礼”的重视和强调并不亚于对“仁”

的强调，但从价值逻辑的角度考虑，“礼”既不在仁义

之上，也不能与并列。相反，礼应服务于仁义，只是

仁义的手段或工具。在孔子看来，礼的本质是敬——

“礼者，敬而已矣。”[9](259)尽管孔子说“安上治民，

莫善于礼。”[9](259)还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

礼，天下归仁焉！”[5](169)但用今天的话说，礼和其背

后的敬都只是手段或程序正义，而仁、义才是其所应

服务或保障的目的或实质正义。正因如此，孔子才会

发出这样的反问：“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

乐何？”[5](27)换言之，礼乐刑政都只是工具价值或工

具理性，作为核心价值的仁、义、智则是目的价值或

价值理性。 

2. “信”不能作为儒家的核心价值 

尽管孔子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5](24) “自

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5](173)，但不顾仁、义的“信”，

却一直不被孔孟所赞许。孔子明确地说：“言必信，行

必果，硁硁然小人哉！”[5](194)孟子则从另一面来说：“大

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4](148)孔孟

二圣这样的论断，无疑表明：信与仁、义并不是同一

层面的价值，为仁、义可以舍信；不顾仁、义而一味

地守信，是小人行径，而非大人所为。在仁、义与信

相冲突时的这种取舍，突出体现了仁、义的核心价值

地位及“信”的非核心地位。 

3. “勇”不能作为儒家的核心价值 

“勇”是指一种在利益上能够自我牺牲的态度和

价值取向。“勇”作为一种品德，一直为儒家思想所赞

许。不过，“勇”固然可嘉可赞，但还上升不到儒家思

想的核心价值的层面。因为，一方面，“勇”是仁、义

的衍生价值，也就是比仁、义低一个层次的价值。有

仁、义就有勇。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也”[5](25)，

这种见义不为，实际上就是不义。所以这句话实际上

是说，义必生勇，勇为仁、义的衍生价值。对此，孟

子在论述文王武王之勇时(见下文)，表述得更为清晰。 

另一方面，儒家要求“勇”必须符合仁、义，悖

离仁、义之勇不仅不被儒家所倡导，反而被儒家所谴

责。孟子面对齐宣王以“勇”来逃避行仁、义的做法

所给予的反驳，就体现出儒家对符合仁、义的文王武

王之勇的赞誉和对匹夫之勇的鄙视。 

 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

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 

《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

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

天下之民。 

《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

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

越厥志？’一人横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

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

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4](46) 

此外，既然位列“三达德”“四端”“五常”中的

礼、信、勇都不能作为儒家核心价值，其他儒家价值

如忠、孝、悌、廉、耻、恭、宽、敏、惠、温、良、

俭、让、恕等更不能称作儒家核心价值了。限于篇幅，

本文仅选取忠、孝、悌三种价值作论证。 

第一，“忠”不能作为儒家的核心价值。儒家思想

固然倡导忠(诚)，但儒家所倡导的忠本质上是忠于仁、

义，即把忠作为仁义的衍生价值或次级价值。这种价

值排序在孟子回答齐宣王的“臣弑其君可乎”之问中

表现得淋漓尽致。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

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

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4](53−54) 

第二，“孝悌”不能作为儒家的核心价值。儒家固

然倡导“孝悌”，但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孝悌”本质上

也是仁义——向父母长辈及同辈长者行仁义，这也意

味着孝悌是仁、义的衍生价值或次级价值，即孝悌是

服务于仁义的工具价值。孔子云：“教民亲爱，莫善于

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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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治民，莫善于礼。”[9](259)也就是说，“孝悌”分别是

服务于“教民亲爱”(仁)和“教民礼顺”(义)的工具价

值，与礼乐同属于同一个价值层次，而不属于仁、义、

智一个层次的儒家核心价值。  

为直观起见，儒家核心价值仁、义、智的相互关

系及其在儒家价值丛中的核心地位，如图 1 所示。 

 

 

图 1  儒家核心价值及次级价值 

 

二、儒家核心价值普世性的义理推演 
与实践验证 

 

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是指全人类共同推崇的

价值观念，也可称为“普适价值”。普世价值的实质，

就在于其能够被所有人群奉为主流价值，即能够超越

所有区分人群的标志或边界——群际藩篱，如文化、

宗教、民族、种族、阶层、代际(时间)、地域(空间)

等樊篱。而儒家的核心价值——仁、义、智，就具有

这种超越文化、宗教、民族、种族、阶层、代际、地

域等种种群际藩篱的普世价值的属性①。 

(一) 儒家核心价值普世性的义理推演 

1. 儒家思想核心价值的内涵 

如前所述，儒家核心价值是仁、义与智。其内涵

分述如下： 

(1) “仁”“义”的内涵。 

孔子在不同的场合对“仁”有不同的说法。其中，

最接近仁的本质内涵的说法是在樊迟问仁时孔子所答

的“爱人”[5](181)，即所谓的仁者爱人。这种爱人，最

低要求是无恶于人，即不做损人之事，如孔子所说：

“苟志于仁矣，无恶也。”[5](43)而积极方面的要求则是

助人利人、推己及人，如子贡所说：“夫仁者，己欲立

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5](87) 

对于“义”的内涵，孔孟等儒家先贤在不同语境

下的解释也有所不同。其中，最接近义的本质内涵的

解释是“义者，宜也。”[7](59)《说文》段注：“义之本

训谓礼容各得其宜。”[10]也就是说，作为一种行为准

则，“义”是指行为是否适当合理的标准或尺度。正如

唐代的韩愈在《原道》中所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

之之谓义。”[11] 

这样，仁义的内涵，简言之，就是适宜的利他。

按照需求溢出理论②，这种适宜的利他正是公共性的本

质和公共性的实现路径——循义利他(即依据需求价

值或需求正义实现利他)的体现[12−13]。因此，凝练为一

种价值，仁义也就是今人所谓的公共性。 

(2) “智”的内涵。 

如前所述，智主要是指人的认识能力，也就是指

人对客观规律和客观现实的认识和把握能力。换言之，

智是人的科学理性精神的体现。例如，樊迟问知    

(同智)。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   

矣。”[5](83)在两千多年的古代社会里，这种敬鬼神而远

之的态度，无疑是那个年代非常可贵的科学理性精神

的体现。 

(3) 儒家核心价值与西方普世价值的相通性。 

如前所述，仁义就是今人所谓的公共性，智就是

科学理性。这样，儒家的核心价值(仁义智)与西方世

界所谓的普世价值(公共性与科学理性)在实质上是相

通的。在儒家价值与西方价值的相通性方面，前人早

有过精彩的论证。例如康有为在《孟子微》总论中就

论证了儒家核心价值(仁义所推导的贵民思想)与西方

普世价值(民主)之间的相通性： 

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盖国之为国，聚民

而成之，天生民而利乐之。民聚则谋公共安全之事，

故一切礼乐政法皆以为民也。但民事众多，不能人人

自为公共之事，必公举人任之。所谓君者，代众民任

此公共保全安乐之事。为众民之所公举，即为众民之

所公用。民者如店肆之东人，君者乃聘雇之司理人耳。

民为主而君为客，民为主而君为仆，故民贵而君贱易

明也。众民所归，乃举为民主。如美、法之总统得任

群官，群官得任庶僚。所谓得乎丘民为天子，得乎天

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也。今法、美、瑞士及南

美各国皆行之，近于大同之世，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也。孟子早已发明之。[14] 

2. 从人类的进化路径看儒家核心价值的普世性：

从智商强化到群商强化 

在需求溢出理论看来，人类在物种的生存竞争中

之所以能成为超级赢家，一方面是缘于大脑进化所导

致的人类个体智商的提高，另一方面则是缘于大脑进

化所导致的人类个体群商的提高，即智商强化和群商

强化[15]。在此，需求溢出理论所定义的群商，不是指

群体的智商，而是指人类个体合群、乐群、利群、用

群的意识和智慧。而智商和群商又相互促进：智商的

强化，让人类个体更加意识到靠群体的力量完全能够



管理学研究                 刘太刚：儒家核心价值的普世性及治理儒学的提出——兼论治理儒学对公共管理学的意义 

 

101

 

弥补人类的肢体牙齿等器官进化不足所导致的生存竞

争中的劣势，从而更加意识到人类间合作互助的重要

性，由此促进了人类群商的强化；而群商的强化，使

人类间合作的范围越来越广、分工越来越细、知识生

产力越来越强，从而导致人类大脑中的知识存储急速

扩容、逻辑推理能力显著提升，由此促进了人类智商

的强化。智商和群商的相互促进及其为人类获得的生

存竞争优势，更加强化了人类在进化上的路径依赖

——进化大脑而取得生存竞争优势。 

这样，在人类高度依赖大脑进化而取得竞争优势

的生物学规律支配下，智商和群商就成为衡量人类个

体是否符合这种生物学客观规律的两个维度。显然，

智商强化的进化路径必然使全人类都把“智”作为共

同的价值追求，而反智者则会被社会主流淘汰；群商

强化的进化路径则使合作互助成为全人类的主流，而

合作互助的前提是人的适宜利他，这样群商强化的进

化路径必然使全人类都把适宜的利他(也就是仁义)作

为共同的价值追求，而背道而驰者则会被社会主流淘

汰。其结果正如严复在评论赫胥黎的天演论(进化论)

时所说：“人之由散入群，原为安利，其始正与禽兽

下生等耳，初非由感通而立也。夫既以群为安利，则

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

善群者灭。”[16](41) 

也就是说，在人类进化的客观规律的支配下，人

类社会的发展，一方面是人的智商不断强化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无论何种族群的人，都会把“智”所代

表的科学理性精神作为一种价值追求，从而使“智”

成为一种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另一方面，也是人的群

商不断强化的过程，而群商强化的本质是人的适宜的

利他精神(包括利他意识和利他能力)的增强，如前所

述，这种适宜的利他精神就是仁义的内涵。这样，在

群商强化的过程中，主流社会也就会把适宜的利他精

神作为共同追求的价值，这也就意味着把仁义作为全

人类的普世价值。 

(二) 儒家核心价值普世性的实践验证 

从实践证据的角度看，一种价值是否普世，要看

其是否跨越了人类的群际藩篱，包括人类群际的同代

藩篱和代际藩篱——前者是指同世代人群间的种种藩

篱，如国籍、地域、文化、宗教、肤色、语言、民族

等等；而后者则是指人类不同世代人群之间的时间  

藩篱。 

1. 跨越众多横向藩篱的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 

儒家学说是两千多年前中国春秋时期的鲁国人孔

子所创立的思想体系。到西汉武帝采取“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开始成为全中国各个民族、

各个阶层共同尊奉的主流意识形态。此后，无论是蒙

古人还是满族人入主中原，均尊奉儒家学说为主流意

识形态。而且，朝鲜、日本、越南、蒙古也都深受儒

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核心价值同样被这些国家所接受。

这些都是儒家核心价值超越阶层、国家、地域、民族、

文化等诸多横向藩篱的实践证据。 

儒家核心价值跨越众多横向藩篱的实践证据不仅

来自儒家文化圈的实践，而且也来自当今文明国家对

适宜的利他和科学理性的推崇，因为这种利他精神和

科学理性正是儒家核心价值(仁义与智)的本质内涵。 

2. 跨越代际纵向藩篱的儒家核心价值 

人群的代际藩篱实际上是指人群的时间间隔，类

似于代沟。跨越代际纵向藩篱意味着超越时间跨度，

经得起时间检验。在此方面，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的

优越性表现得尤其突出。 

儒家思想体系初成于2 500年前的中国东周时期。

约 500 年后被汉武帝奉为独尊之正统，其后近 2 000

年里一直是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清

朝灭亡之后，在西方文明席卷中国的大背景下，虽然

经历了民国初年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的新文化运

动的冲击以及新中国“破四旧”“文化大革命”“批林

批孔”等政治运动的冲击，儒家思想却从未被彻底铲

除，从近年来民间的国学热到国家最高领导人对儒家

思想的肯定，表明儒学又开始得到中国官方和民间的

青睐。可以说，2 500 多年历经种种劫难却生生不息的

儒家思想传承的历史，足以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

跨越代际藩篱有力的实践证据。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儒家核心价值与西方普世

价值相通的角度看，公共和理性价值在近现代西方大

行其道，既是儒家核心价值超越同代藩篱的实践证据，

也是儒家核心价值超越人类代际藩篱的实践证据。 

 

三、当代儒学的不同取向与治理儒学 
的提出 

 

(一) 当代儒学的不同取向：心性儒学、政治儒学、

社会儒学、生活儒学 

自儒家学说伴随着清朝的覆亡而走下制度神坛之

后，当代儒学便走上了一条制度儒学式微、心性儒学

独大的新儒家之路。在新中国建立后，随着政治气氛

的变化，大陆儒学很快进入蛰伏期，以至于新儒家的

扛鼎之人基本都身居海外，形成了儒家道统乘桴出海

的现象。 

改革开放后，儒学在中国大陆开始复兴，尤其是

进入 21 世纪之后，新儒学的传道者从传统的史哲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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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围而出，出现了一些拥有多元学科背景的大陆新儒

家或儒学传播者。例如，蒋庆是法学背景、盛洪是经

济学背景、康晓光是理工科背景、于丹是新闻传播学

背景。大陆关于儒学的研究取向也呈现出多元化，出

现了政治儒学、社会儒学、生活儒学等若干不同取向

的研究进路。 

1. 心性儒学 

所谓心性儒学，通常指师承熊十力等当代学者，

以牟宗三、唐君毅为力倡者，特别注重阐发儒学心性

论的儒学研究取向，通常被称为当代新儒学。 

用蒋庆的话说：“当代新儒学可以概括地称为生命

儒学或心性儒学，这是因为当代新儒学所关注的对象

主要是生命与心性，用哲学上的术语来说，就是个人

的存在、形上的本体和以生命心性为归依的抽象的历

史文化。这从唐君毅的代表作《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

牟宗三的代表作《心体与性体》《政道与治道》等新儒

学的经典著作中都可以看到。”[17] 

实际上，无论是先秦子思、孟子的思孟学派，还

是宋代二程、朱熹的程朱理学，抑或明代王阳明明确

提出的心学，都有鲜明的心性儒学的色彩。 

2. 政治儒学 

政治儒学是蒋庆在批判当代新儒家的心性儒学的

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种儒学取向。蒋庆认为，当代新儒

家所倡导的心性儒学的生命与心性有四个方面的极端

化倾向：极端的个人化倾向、极端的形上化倾向、极

端的内在化倾向、极端的超越化倾向等。而相比于心

性儒学，承袭春秋公羊学传统的政治儒学则有九个特

征：①政治儒学是较能体现儒学本意的经学；②政治

儒学是关注社会的儒学；③政治儒学是关注现实的儒

学；④政治儒学是主张性恶的儒学；⑤政治儒学是用

制度批判人性与政治的儒学；⑥政治儒学是关注当下

历史的儒学；⑦政治儒学是重视政治实践的儒学；⑧

政治儒学是标出儒家政治理想的儒学；⑨政治儒学是

能开出新外王的儒学[17]。 

    显然，政治儒学是一种更关注政治制度、政治实

践和政治目标的儒学。 

3. 社会儒学 

韩星先生认为，关于“社会儒学”的概念，大概

最早是武汉大学李维武先生在《儒学生存形态的历史

形成与未来转化》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儒学在先秦

至 20 世纪的发展中，形成了人生儒学、社会儒学、 政

治儒学、形上儒学、考据儒学、文化儒学等不同的生

存形态[18]。“社会儒学”是指儒家的礼学——“礼学实

际上是一种社会儒学，所考虑的就是通过礼乐文化建

立一套完备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儒学，

是以儒学的人生哲学为指导和核心的，但它又包含着

比人生儒学更为广泛的内容，涉及中国人的生活世界

的诸多层面，儒学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的联系也由此

而更为广泛”[19]。 

与李维武先生的社会儒学观不同，韩星是在心性

儒学、政治儒学的对照中提出社会儒学的，认为“心

性儒学、政治儒学与社会儒学在博大精深的儒学体系

中构成一种三元合和关系”，社会儒学的“基本的含义

不外强调儒学要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作用和影

响”。社会儒学是面向大众的，以日常伦理为基本构成，

也可以称为“大众儒学”“民间儒学”“草根儒学”“世

俗化的儒家伦理”等，并通过梳理历史上儒学的社会

教化来彰显社会儒学的主体性实践特征[18]。 

谢晓东则认为，“社会儒学是一种后共同体时代

的，以市民社会为基本立足点的，以非政治化为基本

特征的，以人伦日用为基本关注点的儒学形态。简单

地说，社会儒学是以社会为存在和发展途径的现代儒

学形态”。[20] 

总括而言，社会儒学的视角与下文第二种生活儒

学(贴近真实生活的生活儒学，即生活的儒学)的视角

颇为相近。 

4. 生活儒学 

尽管生活儒学因黄玉顺先生的大力倡导而闻世，

但学界和社会上对生活儒学却有两种不同的理解。 

(1) 偏形而上的生活儒学。 

此种对生活儒学的理解为黄玉顺先生所特别倡

导：“‘生活儒学’有别于‘生活的儒学’，并不是说要

将现成既有的儒学‘生活化’地运用到实际生活当中

去(这一点恰恰是许多不熟悉生活儒学的人对其望文

生义的误解)，而是说在重建儒学即建构儒学的一种当

代思想理论形态时，在观念系统中将‘生活’视为大

本大源的‘存在’——生活即是存在，生活之外别无

存在。”[21]“生活儒学在总体的致思进路上，是在与

现象学——胡塞尔 (E.Husserl)、舍勒 ( M . Scheler)、

尤其是海德格尔 ( M .Heiddeger) ——的平等对话中

展开的。这种对话既非‘以西说中’，也非‘以中说西’，

因为按照生活儒学的想法，任何现成地摆在那里的

‘中’ (如所谓‘中国哲学’)或者‘西’ (如所谓‘西

方哲学’)都是子虚乌有的东西。这种对话实质上是我

们自己的生活的展开，亦即生活本身的一种显示形

态。”[22] 

在笔者看来，这种带有明显的西方哲学色彩(尤其

是海德格尔色彩)的生活儒学，更恰当的称谓似应是

“存在儒学”。宋大琦先生称其为“目前海内外最为‘晦

涩’的一个儒学流派”[23]。其基本体系是“生活—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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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学—形而下学”。 

(2) 贴近真实生活的生活儒学。 

这种儒学也就是黄玉顺先生所说的“生活的儒学” 

——“将现成既有的儒学‘生活化’地运用到实际生

活当中去”。这种生活儒学的视角与社会儒学非常近

似。龚鹏程先生主张，“现今应将‘生命的儒学’转向

‘生活的儒学’。扩大儒学的实践性，由道德实践及于

生活实践、社会实践；除了讲德行美之外，还要讲生

活美、社会人文风俗美。修六礼 、齐八政 、养耆老

而恤孤独、恢复古儒家治平之学，让儒学从社会生活

中全面活起来，而非仅一二人慎独于荒斋老屋之间，

自尽其心、自知其性而自谓能上达于天地。”[24]李承

贵先生认为，儒学主要属于生活类型的学问，儒学的

风格也是极生活化的，儒学的最高追求是生活。“儒学

的所有政治主张、政治策略都不是以政治本身为目 

的，而是以生活的富足、以生活的提升为目的的。    

所以，儒学的最高追求是使理想生活化，使生活理   

想化。”[25] 

在笔者看来，对儒学有不同取向的研究进路并不

奇怪，各家之说都有其合理性。其道理正如许纪霖所

说：“儒家的修齐治平，既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同

时由于各代儒家分别突出其中的不同面向，呈现出政

治儒学(西汉的董仲舒)、心性儒学(宋代的朱熹)和社会

儒学(明代的王阳明)等多种取向。”[26] 

(二) 治理儒学的提出及其对公共管理学的意义 

1. 治理儒学的提出 

儒学的核心价值是普世的，可以有不同的面向，

笔者基于公共管理学的视角，在此提出一种新的儒学

研究取向——治理儒学，即以防范和解决社会问题(或

称社会事务、公共事务、公共问题)为研究进路的儒学。 

须指明的是，尽管对治理概念的准确界定言人人

殊，但其基本共识是超越国家的单一权力中心而对社

会事务进行多中心多层次的处理。在此，笔者非常赞

同王绍光先生对治理一词的看法——他反对以新自由

主义的规范性含义来阐释治理，主张“回到英文

‘governance’与中文‘治理’原本的含义，像亚里

士多德或荀子那样使用这个名词。它指的是公共管理

(包括治国理政)的方式、方法、途径、能力，而不是

指任何特定的公共管理(治国理政)的方式、方法与途

径，不是指市场化、私有化，不是指‘无需政府的治

理’，不是指‘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27]换言

之，治理就是公共管理，治理儒学就是公共管理取向

的儒学，即公共管理儒学。 

2. 治理儒学的要点 

治理儒学的基本要点如下： 

第一，以解决社会问题(公共事务)为最终归依的

儒学目的论。 

第二，以仁、义、智为核心价值的儒家社会建构

与制度安排论。 

第三，以格致诚正(内圣)、修齐治平(外王)八条目

为个人参与社会治理的技术路线论。 

第四，在治国理政领域重义甚于重仁的义政论(有

别于传统的仁政论)。 

第五，强调儒家的治理思想与当代公共管理学理

论的相互滋养与阐发：以儒家的治理思想滋养和完善

当代公共管理学理论，并以公共管理学理论对儒家治

道及其实现路径进行系统化的现代阐发。 

3. 治理儒学的适宜性 

治理儒学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治理儒学的基

本要点都源自儒家或契合儒家的逻辑，且能够适应现

在和未来的社会治理需要。 

第一，就儒学的最终目的而言，无论是以“祖述

尧舜、宪章文武”来删定《尚书》、还是作《春秋》而

让“乱臣贼子惧”，抑或把孝作为先王“以顺天下、民

用和睦”的至德要道，都表明孔子创立儒学的最终目

的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实现天下大治。同时，社会

问题是困扰人类的永恒问题，以解决社会问题为最终

目的的儒学，在任何时候都符合人类社会的需要，永

不过时。 

第二，就社会建构与制度安排而言，无论是孔子

所主张的以孝悌为核心的家庭伦理，还是孔孟所倡导

的奉行德礼之治的仁政，实际上都以仁、义、智为核

心价值的社会建构，是仁、义、智的逻辑推演。由于

仁、义、智具有普世性，所以围绕仁、义、智来进行

社会建构和制度安排的思路也同样具有普世性，能够

超越各种群际藩篱。 

第三，就个人参与社会治理的技术路线而言，儒

家推崇内圣外王，即从内心到行为的治理路线。其中，

达致内圣的步骤依次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

达致外王的步骤则依次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前四步是人的思维和认知规律的体现，后四步是

人在治理中的行为规律的体现，这种从内心思维到外

在行为的先后次序，是个人参与社会治理的完整路线

图，古今中外及未来，概莫能外。 

第四，就义政论而言，其他取向的儒学都更看重

孔子所重的“仁”，在治国理政方面均以仁政为圭臬；

而相对于孔子所重的“仁”，治理儒学更看重孟子所重

的“义”，在治国理政方面则倡导义政。义政与传统儒

学主流所尊奉的仁政之间的差别不在于其最终的目 

标——无论仁政、义政都以儒家核心价值(仁义智)为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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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而在于其侧重点有所不同：首先，除了前面提到

的仁政重仁、义政重义之外，仁政重理念、重公共性

的导向，即重价值理性而轻工具理性；而义政则更重

操作、更重实现公共性的具体路径，即更重保障价值

理性的工具理性。其次，仁政更贴近中国传统，更多

保留了古典儒学关于治国理政的观念和制度设计，更

多体现出儒家所形塑的特殊性；而义政则更注重与现

代西方社会的沟通，能更多借鉴了现代西方在实现儒

家核心价值(公共性和科学理性背后的仁义智)方面的

制度设计和具体路径，能更多体现出儒家核心价值的

普世性。最后，义政比仁政更能适应现代社会更为普

遍和激烈的利益冲突的社会治理现实——就直观感受

而言，“仁”给人最直观的涵义是“仁者爱人”，这样

仁政给人的直观意蕴就是“爱人之政”“仁慈之政”或

“菩萨之政”(需求溢出理论称之为“输出利他性之

政”)。在现代社会普遍存在利益冲突在的情况下，对

利益冲突一方的“爱”，往往就是对利益冲突另一方的

“害”，这在邻避效应的案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而且，

在现代社会，几乎所有的强调公共利益的治理情境都

会伴随某些利益主体的利益受损，这样，容易让人产

生误解的仁政(误解为仁政是只讲仁慈之政)，在利益

冲突普遍存在的现代社会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而

“义”给人的直观涵义则是道义和为道义而做的牺牲，

从而非常适合现代社会在需求冲突或零和博弈情境下

进行社会治理的现实。由此，仅就上述三点而言，义

政比仁政更能体现出治理儒学所追求的儒学现代化和

儒学操作化的趋向。 

第五，就儒家的治理思想与当代公共管理学理论

的相互滋养与阐发而言，一方面，儒家的治理思想是

中国数千年治理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对当代公共管理

的理论和实践有宝贵的借鉴价值，当代公共管理的理

论和实践需要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应对当下

和未来的挑战。另一方面，作为两千多年前诞生于中

国本土的儒家思想学说，在近代面临来自西方现代化

的严峻挑战，儒学现代化是儒家思想在未来得以  传

承和弘扬的必由之路，而对儒学治道及其实现路  径

进行系统化的现代阐发，是实现儒学现代化的应有之

义。因此，儒家的治理思想与当代公共管理学理论的

相互滋养与阐发，是儒学思想和当代公共管理学发展

的共同需要。 

 

四、结语：治理儒学对于公共管理学 
的意义 

 

公共管理学是公共事务的治理之学，治理儒学对

于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具有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  

意义。 

就国内层面而言，治理儒学能够为国内的公共管

理学研究提供一种承续中国历史传统的理论视角和逻

辑体系，有利于推动我国公共管理学的本土化，并增

强公共管理学学科的自主性。 

当下我国主流的公共管理学是在西方公共行政学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年轻学科。其主要理论基本都来自

西方，如美国的政治—行政二分理论、新公共行政理

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德国的科层制理论等。这样一

种完全以西方理论为宗主国的学科表现出一种明显的

殖民地学科的品性。这与我国三千年公共管理的历史

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儒学(从孔子到当代儒者)

就是尧舜以降三千年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经验的理论总

结，因而治理儒学的提出，能够为国内的公共管理学

研究提供一种承续中国历史传统的理论视角和逻辑体

系，有利于推动我国公共管理学的本土化，从而有助

于形成公共管理理论的中国话语。 

另外，国内的主流公共管理学科一直没有发展出

本学科的独特理论，其所运用的理论基本都来自政治

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如民主理论、公共物品

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从而导致我国公共管理学一

直是一门缺乏自主性的学科。由于古典儒学的初心是

以“治国平天下”为最高追求，可以说是传统中国的

公共管理学，这样治理儒学的提出有助于提高当前我

国公共管理学的学科自主性。 

就国际层面而言，治理儒学源自中国历史传统，

有助于促进中国公共管理学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与西方

进行平等对话，有助于改变中国公共管理学在国际上

的尾随形象，从而为世界公共管理学做出中国贡献。 

由于我国当代的主流公共管理学一直追随西方理

论，其在公共管理学界的国际交流基本都是运用西方

理论解释中国实践，对世界公共管理学鲜有理论贡献，

也鲜有能体现中国悠久历史传统的本土视角和本土声

音，自然也难言与西方公共管理学界的平等对话。这

种境况与中国拥有三千年社会治理的历史传统颇不相

称。这样，承续三千年历史传统的、具有鲜明本土特

色的治理儒学，有助于改变我国公共管理学在国际公

共管理学界的这种窘境。 

 

注释： 

 

① 2011 年 11 月 5 日在复旦大学召开了一次关于儒家与普世价值

的研讨会。与会者“理直气壮地把儒家的价值观拿出来与西方

的价值观等量齐观，并毫不讳言儒家价值观的优质性与历史合

理性”，并提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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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国，不能没有自己的普世价值”(曾亦)。“站在儒学立场

上，我们应该首先考虑人之为人的普世价值”(唐文明)。“普

世价值是人类与动物根本区别开的那种东西”(郝兆宽)。(曾亦、

郭晓冬.何谓普世？谁之价值——当代儒家论普世价值(增补本) 

[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与该研讨会更强调普

世价值的本国独特性及人与动物的相别性的基调略有不同，笔

者更看重普世价值在全人类中的相通性，更注重对普世价值的

独特表达(传统的地域性表达)背后的普世义理的阐发，因为正

是这种无问东西的相通性和普世义理的存在，才能使一国独特

的价值表达能够为他国所接受和认可，也才能为中国在国外设

孔子学院进行文化推广及倡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义理

合法性。 
② 需求溢出理论是笔者提出的以儒家的核心价值(仁义智)和治

理之道(居仁由义)为价值基础和核心逻辑的公共管理学理论。

需求溢出理论所称的需求溢出，是指需求主体的需求超出其主

体自身的满足能力的状态。换个角度说，溢出的需求是指需求

主体自身无力满足的需求。需求溢出理论的核心要旨是，公共

管理或社会治理的基本逻辑是循义利他，即根据需求价值或需

求正义解决人的需求溢出，也就是孟子所谓的“居仁由义”。

有关需求溢出理论的逻辑体系、主要观点及其应用，参见笔者

2011 年以来发表的近三十篇有关需求溢出理论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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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ramework of Confucian core values is a triangle consisting of benevolence, righteousness and wisdom. 

There are secondary values outside core values, such as courtesy, faith, integrity, shame, loyalty, filialness, courage, etc. 

The universality of Confucian core values lies in the same goal of publicity and scientific rationality shared by western 

universal values, as well a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human evolution practically verified by history. Core values’ logical 

extension in governance field becomes governance Confucianism, which takes preventing and solving social problems 

as its research approach. It has five basic elements. First, its ultimate goal is to prevent and solve social problems, which 

are also called social affairs, public affairs or public problems. Second, its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is based on core values. Third, it takes being sage inside and being kingly outside as the technique route for 

individuals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governance. Fourth, it puts a greater emphasis on righteousness than on benevolence 

when governing state affairs. Fifth, paying attention to nourishing and elucidating between governance Confucianism 

and contemporary theories 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each other. 

Key Words: governance Confucianism; universal values; political Confucianism; core values; need spill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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